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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On the surface , the hooligan culture in Chinese t raditional society is an

anti-culture opposite to the statutes of imperial pow er.But in fact these two thing s have

an inner link of inter-grow th and complementarity .In Ming Dynasty , the imperial

pow er became ext reme autocracy , which supplied a st rong pow er and reason for a fatal

expansion of the hooligan culture in nearly all the fields of the society .In Ming Dy-

nasty , the overf low of the hooligan culture and the autocratic politics from above to be-

low wo rked in concert w ith each o ther , which pushed the ethics and the statutes of the

society into a devastat ing calamity.From the histo ry longer than Ming Dynasty , the

hooligan culture not only inf luenced the rise and fall of a dynasty , but also cont inuously

molded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ethics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people.

This influence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has formed a great invisible obstacle w hich

prevents China f rom going out of the Middle Ages.

在中国社会文化构成中 ,流氓文化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 ,它的长期存在和不断发展不仅

对于对古代社会史的面目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且更对近代乃至当代的社会文化的进程产生着

相当的影响 。比如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在论述建立现代法制制度迫切性的时候 ,恰恰就是以

中国国民的流氓性作为最典型的反面例证 ,例如:

　　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 ,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

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 。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 ,但它却从未

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 。每个商人有三种秤 ,一种是买

进用的重秤 ,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 ,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 ……

中国的立法者们有两个目的 。他们要老百姓服从安静 ,又要老百姓勤劳刻苦 。

……在拉栖代孟 ,偷窃是准许的;在中国 ,欺骗是准许的 。(孟德斯鸠 , 1987:316)

这种评论当然十分笼统 ,但是他指出的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的专制性与许多国民的流氓性格

之间具有某种必然的联系 ,无疑是一种深刻的见解 。而孟德斯鸠在这里指出的“中国人的生活

完全以礼为指南” 、同时“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 ,这样两种表面上参商相悖的特性是怎

样牢牢地在我们的国民性格中组合在一起的 ,离开了对流氓文化发展根源的认识显然无法说

清。

本文对中国流氓文化的分析主要以明代为切入点 ,这不仅是因为这种文化在明代得到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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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发展 ,而且更是因为:它与整个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在明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晰地展露

了出来 。所以我们从明代腐溃的君权制度对流氓文化恶性膨胀的极大促进 ,以及这种膨胀对

整个国民心理的影响出发 ,具体展开对上述问题的讨论 。与一些史学著作指出明代中后期社

会失范和社会伦理蜕变不同的是 ,从本文的立场来看 ,仅仅用“失范”“蜕变”等一般性辞语已经

完全无法描述和把握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实际 ,因为当时的社会已经日益沉溺于一种高度恶性

化的伦理环境之中 ,而看到这一基本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 ,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君权制度的必然

归宿有着重要的意义 。针对这种高度恶性化的时代特征 ,本文从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中一个

非常突出的现象 ———社会欺诈和犯罪的蔓延及其对社会伦理影响的日甚一日 ———入手 ,具体

分析明代社会的颓势及其原因 。

我们知道 ,中国传统伦理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可以归结为:第一 ,以伦理制度及其具体的形

式规范(“礼”)为工具而结构庞大统一 、高度层序化的宗法制度和宗法国家 、并且维系这一制度

的平衡和规范其运行;第二 ,以每一宗法社会成员发自内心的对宗法共同体的眷恋皈依之情

(亲亲),做为不断地维持共同体内在亲和力的动力源泉(张光直 ,1983:18-19;1988:6)。如果

承认上述原则在几千年中始终是传统社会正面价值准则的话 ,那么很显然 ,本文要讨论的明代

中后期横行无忌的社会欺诈和流氓文化 ,就是一种典型的负面文化 ,或者说是一种“反文化” 。

不言而喻 ,这种反文化的基本功能就是破坏 、腐蚀和消解一切正面的社会价值准则 。但是 ,正

如政治社会学家指出的 , “反文化”并非只有与主流文化相互矛盾的一面 ,相反 ,它往往是与社

会体系的正面价值相反相成 、彼此支撑的:

　　(“反文化“是)一种文化体系内部的某个集团抛弃了本体系的根本价值观 ,用别

的价值观来与之对抗 。但是这两种概念并不象表面看来差别那么大。 ……因此 ,某

种反文化实质上是某种亚文化 ,它激烈地摒弃包括它在内的文化价值 ,激烈地嘲弄或

反对这些文化价值 ,但与此同时 ,又部分地依靠它们。(莫里斯·迪韦尔热 , 1987:76-

78)

这一判断对于理解明代中后期的流氓文化很有帮助 ,因为我们看到 ,明代中后期流氓文化的急

遽膨胀 ,恰恰是从明代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基本走向中发源的;这种“反文化”对皇权及其控制下

的整个宗法体制的瓦解 ,其实也早已孕育在明代皇权对专制集权体制高度强化的趋向本身之

中。

一 、明代流氓阶层与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及其动因

在有关明代社会 ,特别是中下层社会面貌的文献中 ,有大量对于流氓人物和流氓文化的描

述 ,比如世人熟知的“三言二拍”中许多关于社会欺诈和犯罪的故事 ,这些故事中的流氓人物或

因事发端 、兴风作浪 ,或奸诈百出 、欺上瞒下 ,或钻缝觅隙 、借机牟利 ,或勾结权要 、横行一方 。

他们的存在以及在社会生活众多领域中极大的活动范围和活动能量 ,鲜明地体现出“反文化”

的伦理价值准则和行为方式 ,使得宗法伦理秩序和宗法社会状态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因此 ,流

氓和流氓文化成为明代社会文化中重要的文化景观之一。

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说 ,明代流氓阶层和流氓文化的问题都相当复杂 ,而这种复杂性首先要

求我们具体地说明:究竟是由于什么根本的原因 ,使得明代流氓阶层和流氓文化具有如此规模

和强大的发展动力? 为了更有条理起见 ,我们将这个问题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即:第一 ,明

代以前中国流氓阶层和流氓文化产生和发育的原因;第二 ,前代造就的流氓文化基因在明代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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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膨胀的原因———来具体讨论 。下面先看问题的前半部分 。

中国传统社会中流氓阶层和流氓文化的成因和文化功能

中国传统宗法制度的理想形态 ,是一种宗法网络关系和伦理等级井然有序的社会 ,而传统

君权政治的建立和发展 ,也是以这种井然的宗法和伦理秩序为基础的 ,所以荀子早就反复强

调:

　　王者之制 , ……衣服有制 ,宫室有度 ,人徒有数 ,丧祭械用皆有等宜。 ……君君 、

臣臣 、父父 、子子 、兄兄 、弟弟 ,一也;农农 、士士 、工工 、商商 ,一也 。(《荀子·王制》)

礼者 ,贵贱有等 ,长幼有差 ,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故自天子通于庶人 ,事无

大小多少 ,由是推之 。故曰:朝无幸位 ,民无幸生。(《荀子·富国》)

值得注意的是 ,荀子强调的制度(“王者之制” 、“礼”等)包括几项相互密切关联的内容:第一 ,大

一统君权体系中从巨到细的一切 ,都必须严格恪守制度为其规定的位置;第二 ,这套制度既包

括对各宗法等级成员身份地位的规定 ,同时也包括对他们相应生活方式的规定;第三 ,宗法网

络中的君臣父子制度 ,是与社会网络中的士农工商制度相互呼应 、相互支撑的。因此 ,按照这

样的设计 ,“王者之制”不仅无所不包 ,而且更具有清晰严整的内在层序。也正因为如此 ,秦汉

时期确立的“王者之制”的基本框架 ,一直作为传统社会中基本的“正文化”而容纳着社会进程

的长期发展和支撑着众多门类社会文化的演进。

但是在庞大的中国文化体系中 ,毕竟还存在着上述“正文化”框架无法完全包容的诸多文

化因素 ,而其中影响巨大又贯穿秦汉以后历代历史的一项内容 ,就是主要发源于游民阶层的流

氓文化。所以在很早的宗法伦理制度设计中 ,“游民”就是作为宗法秩序的直接对立面而出现

的 ,比如《礼记·王制》最后说:

　　凡居民 ,量地以制邑 ,度地以居民 ,地邑民居 ,必参相得也(郑玄《注》 :“得 ,犹足

也”)。无旷土 ,无游民 ,食节事时 ,民咸安其居 ,乐事劝功 ,尊君亲上 ,然后兴学。

联系《王制》全篇极其详细申明天子对各级宗法网络及其相应文化制度的规范 ,申明这一整套

网络制度的建立所带来的整个社会的和谐理想局面 ,我们不难知道:“无旷土 ,无游民”等对一

切游离于宗法网络之外文化因子的限制 ,不仅是宗法政治制度 ,而且也是文化制度和常规伦理

关系得以维系的基本保证 。

不过 ,《礼记》中所说的“无游民”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设计形态 ,而实际的情况当然复杂得

多:中国历代不断出现的土地兼并 、流民迁徙 、政治动荡等等原因 ,由于这类原因出现的宗法网

络裂痕和破碎 ,总会经常使一些游离于这个网络之外的人成为“游民”和“游士”(即游民知识分

子),特别是在社会动荡的时代和王朝末期 ,由于宗法结构约束力的削弱 ,游民的数量和能量也

就会大增 ,而一般来说 ,流氓就是游民阶层中对制度最具破坏或腐蚀性最大的一部分人群 。

游民 、游士和流氓对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影响 ,一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许多朝秦暮楚的纵

横家和奔走于权贵门下鼠窃狗偷的食客 ,他们信奉的人生哲学是纵横捭阖和“日暮而途远 ,故

倒行逆施”的一套 ,这当然与孟子理想的有恒产者有恒心① ,以及上引《礼记》中说的“民咸安其

居 ,乐事劝功”的宗法性经济制度以及其臣民们遵循的“孝悌忠信”等等常规伦理完全不同 。又

由于中国中世纪的文化制度并不具有西方中世纪那样的身份等级限制 ,所以游民和流氓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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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人物又往往能够风云际会地从社会的底层跃升入国家政治的中心 ,很早的例子如世人

熟知的汉高祖刘邦具有的鲜明流氓性 ,再比如南朝宋武帝刘裕的流氓出身:“家本寒微 ,住在京

口 ,恒以卖履为业。意气楚刺 ,仅识文字 ,樗蒲倾产 ,为时贱薄。 ……落魄不修廉隅 。”(《魏书》

卷九十七《岛夷刘裕传》)又如五代时前蜀皇帝王建“少无赖 ,以屠牛 、盗驴 、贩私盐为事 ,里人谓

之`贼王八' ”(《新五代史》卷六十三《前蜀王建世家》),吴越王钱 “及壮 ,无赖 ,不喜事生业 ,以

贩盐为业”(《新五代史》卷六十七《吴越钱 世家》)等等 。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 ,流氓阶层的存在当然消解着君权绝对统治下的宗法体系 ,刘裕 、王建

等人发迹以前以赌博 、贩私盐等为生就是最直接的例子 。但是从更宏观一些的角度来看 ,每当

需要一种强大的破坏性力量 ,将危机和僵化日益严重的社会肌体暂时解构以便进一步重组时 ,

流氓阶层以及他们的与国家权力体系的结合 ,也就总是能够发挥其他阶层无法替代的作用 。

比如上面提到的出身流氓的刘裕 ,他的崛起就是发生在魏晋以来门阀世族对国家权力和社会

财富的垄断日趋极端 、上层社会自身又无法遏制这种自我膨胀导致自我毁灭之趋向的时代 。

而刘宋政权通过对豪门大族的抑制 、庶族统治者对世族高层文化的学习等途径 ,使得社会文化

到达一个新的相对平衡(王毅 ,1989);又比如唐末的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

步以后 ,就是由一批具有强烈流氓性的军阀攀上权力的顶端 ,也就是欧阳修总结的“黥髡盗贩 ,

倔起王侯”(《新五代史》卷六十七《吴越钱 世家》),最后由其中的有力者完成统一并开始宗法

制度的恢复与重建①。

总之 ,流氓当然是一个对常规宗法秩序起着消解作用的阶层 ,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

构特点 ,它却又传承久远 、历代不绝于世;而它与权力体系之间经常性的相互渗透和影响 ,更使

得流氓文化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具有了可观的地位 。

中国传统的流氓文化在明代恶性膨胀的原因

上面指出流氓及流氓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形态中产生的原因 ,而在这个基础上更需要注

意的 ,则是宋明以后流氓文化的发展趋向。从其存在的一般环境来说 ,宋代以后 ,城市经济的

发展和城市内空间格局由里坊制向街巷化的变化 ,也使得城市对游民的吸纳能力大大增加 ,于

是 ,游民就成为宋代以后城市生活中的重要阶层 ,这当然为流氓和流氓文化的容身乃至发展准

备了基本的条件 。而从更深一层的制度原因来看 ,宋明以后的中国传统社会已经进入自身发

展的后期 ,这使得社会结构中可供调节和重组的空间越来越小 ,而君权统治的专制本质则越来

越强烈地表现出来 ,这种根本性的特点对于流氓文化意义在于:它的发展也必须与这个总体趋

向相互适应 ,从而更多地转入在较少触动这个“刚性结构”的前提下 ,充分运用各种可能的手段

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 。而明代流氓的膨胀也正是这一趋向的具体反映。

具体他说 ,宋代以后流氓阶层比以往更突出地表现出他们在既定的国家权力体制及其支

配下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之中 ,通过依附利用权势 ,欺诈钻营等等而谋生和满足贪欲的特点 。

比如南宋时期京城中大量存在的“闲人”之生活方式:

　　姑以今时府第宅舍言之 ,食客者:有训导蒙童子弟者 ,谓之“馆客” 。又有讲古论

今 、吟诗和曲 、围棋抚琴 、投壶打马 ,撇竹写兰 ,名曰`食客” ,此之谓闲人也。更有一等

不著业艺 ,食于人家者 ,此是无成子弟 ,能文 、知书 、写字 、善音乐 。今则百艺不通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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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陪侍涉富豪子弟郎君 ,游宴执役 ,甘为下流 ,及相伴外方官员财主 ,到都营干。又有

猥下之徒 ,与妓馆家书写柬帖取送之类。 ……又有一等手作人 ,专攻刀镊 ,出入宅院 ,

趋奉郎君子弟 ,专为干当杂事 ,插花挂画 ,说合交易 ,帮涉妄作 , ……(宋·吴自牧:《梦

粱录》卷十九“闲人”条)

这里不仅记载了当时的游士和“猥下之徒”的规模地位以及他们极为突出的寄生性 ,而且指出

了他们日益彻底地附赘于权门和越来越“百艺不通”的演化趋向 。而更为突出的 ,是南宋都城

中流氓欺诈行为的花样繁多:

　　浩穰之区 ,人物盛夥 ,游手奸黠 ,实凡有徒 。有所谓美人局(以娼优为姬妾 ,诱引

少年为事),柜坊赌局(以博戏关扑结党手法骗钱),水功德局(以求官 、觅举 、恩泽 、迁

转 、讼事 、交易等为名 ,假借声势 ,脱漏钱财),不一而足 。又有买卖货物 ,以伪易真 ,至

以纸为衣 ,铜铅为金银 ,土木为香药 ,变换如神 ,谓之“白日贼” 。若 之地 ,则有剪

脱衣囊环佩者 ,谓之”觅贴儿” 。其他穿窬肢箧 ,各有称首。以至顽徒如“拦路虎” 、“九

条龙”之徒 ,尤为市井之害 。(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六“游手”条)

从这段史料中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的内容:第一 ,流氓阶层及其文化的繁荣完全是寄生在当时

的权力和财富分配体制之上的 ,因此从发展趋向上来说 ,它对于专制权力体系和权力社会体系

的依附性已经越来越强烈;第二 ,流氓文化以及流氓诈骗 ,已经充分覆盖了从下层市井到权门

富豪子弟的消费生活 ,再到上层政治领域的夤缘钻营等等几乎整个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第

三 ,上述趋向的充分发育 ,已经不仅使流氓文化和流氓诈骗的内部分工及其细致(从拦路抢劫 、

偷摸拐骗 、贩卖假货 ,到结党在上层社会中设局的高级诈骗等等无所不有),而且其水准之高令

人咋舌。而对于明代社会来说 ,前代的流氓文化已经具备的如此基础当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社会史研究者指出:中国古代流氓史的发展在明代进入“泛化期” :

　　所谓泛化 ,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流氓群体的各种类型都表现出空前的涨溢 ,汇

聚成从消极意义上对纲常名教与社会秩序作破坏作冲击的恶性势力;二是流氓意识

和流氓行为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和群体扩散滋长成了招致同时代多

少正直士人愤怒谴责的民风世态江河日下的重要缘由 。(完颜绍元 ,1993:174-175)

看到明代流氓文化的这一特点是重要的 ,但是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推动流氓文化在明代这种空

前规模滋长的基本动因是什么 ?而我们说 ,这种根本的动因是:在明代 ,皇权的专制性发展至

前所未有的程度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权力体系的依附之空前强化。更具体地说 ,明代流氓文

化异乎寻常地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在专制权力从上而下对社会制度和社会道德的

瓦解下 ,统治中坚阶层的彻底蜕变;二是皇权以及官僚阶层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社会财富 ,不

仅大规模网罗和利用流氓 ,而且国家权力体系本身更日益流氓化;三是社会伦理环境的急遽

“黑洞化”反过来对流氓阶层和流氓文化在全社会中的恶性膨胀的强力推动 。

先看第一项原因 。概括地说 ,明代中后期社会伦理环境的特点是 ,当时整个社会的道德败

坏是由于专制权力诱导下的社会伦理体系整体性坍塌所致 ,有关史料中记述这一颓势的文字

极多 ,例如嘉靖时的情况是:

　　今天下刻薄相尚 ,变诈相高 ,谄媚相师 ,阿比相倚 。仕者日坏于上 ,学者日坏于

下 ,彼唱此和 ,靡然成风。(《明史》卷二百七《刘世龙传》)

这种在上层社会以“变诈相高”的典型例子 ,比如陶仲文 、段朝用等人以长生 、黄白等术为名 ,骗

取皇帝的长期宠信和无数金银 ,而其同道和师徒之间也因为分赃的原因而相互揭发。甚至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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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对方的家人(《明史》卷三百七《陶仲文传》 ,同卷《段朝用传》)。而比这种局部事例更可怕的

是 ,用尽各种心机欺诈行骗 、营私舞弊 ,已经成了整部国家机器体内高度一致和最为热衷的兴

奋点 ,嘉靖末年入阁的严讷曾列举当时各级官吏之间通行的五花八门的欺诈蒙骗手段:

　　或赃罚抵赎之隐匿 ,或折干常例之滥收 ,或羡余火耗之侵渔 ,或里甲夫马之索取 ,

或科派劝借之横加 ,或寿仪节礼之慨受 ,或广市土产以结欢于权要 ,或极腆供意以善

事乎上官。淫刑以逞 ,饰诈以欺 ,潜贿以杜法 ,假公以济私。(《明通鉴》卷六十三)

可见 ,欺诈之风通过专制权力体系的权威渠道从上到下的扩展蔓延 ,已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趋

势。

再来看第二重原因。孟德斯鸠在总结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时 ,指出统治者对财富的聚敛

后来导致了悲剧性的后果:“君主们所搜刮的这些财富最后的结果几乎永远是十分悲惨的。”

(孟德斯鸠 ,1962:89)然而与明代专制权力的贪欲相比 ,罗马帝国的悲剧只能算是姗姗来迟 ,因

为明代专制权力对财富的聚敛不仅最后的结果是悲剧性的(比如世人熟知的张献忠 、刘宗敏等

人造反得势后以最酷虐的手段逼迫明代官员缴纳巨额买命钱),而且其聚敛手段和方式本身 ,

都因其前所未有的疯狂而早已就是悲剧性的———在明代前期 ,专制权力的疯狂主要表现为清

除异己时极端的嗜血性 ,而在明代中期以后 ,则更主要地表现为急遽膨胀的对国民财富的掠夺

欲 ,他们利用和扩张专制权力以直接攫取社会财富 ,其规模之巨大是以往的任何朝代远远无法

比拟的。而一旦专制权力对社会财富的贪欲大大超过了传统的行政制度所规定的“形式程序”

以后 ,他们就迫切需要在“合法权威”以外 ,寻找更具能动力量的掠夺社会的手段 。而在中国传

统社会结构中 ,这种最具能动力量的因素则莫过于流氓阶层 。

史籍中大量记述了明代专制权力的各级代表们 ,是如何肆无忌惮地公开网罗利用社会中

的流氓阶层而为自己鱼肉天下 。比如明中期以后的历代最高统治者 ,就是以社会上的大量流

氓为爪牙而建立起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皇庄和官庄制度的:

　　为民厉者 ,莫如皇庄及诸王 、勋戚 、中官庄田为甚。 ……仁 、宣之世 ,乞请渐广 ,大

臣亦得请没官庄舍。 ……至英宗时 ,诸王 、外戚 、中官所在占官私田 ,或反诬民占 ,请

案治 。 ……管庄官校召集群小 ,称庄头 、伴当 ,占土地 ,敛财物 ,污妇女 。稍与分辨 ,辄

被诬奏。官校执缚 ,举家惊惶 。民心伤痛入骨……(《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一》)

当宪宗末 ,中官 、佞幸多赐庄田 。 ……官校招无赖为庄头 ,豪夺畜产 ,戕杀人 ,污

妇女……(《明史》卷一百八十五《李敏传》)

又比如矿税 、采办 、税监等一整套明代皇权对国民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制度 ,其建立和日益猖

獗无不是以对流氓阶层的网罗利用为前提的:

　　(万历时 ,矿监四出 ,)时中官多横暴 , ……富家巨族则诬以盗矿 ,良田美宅则指以

为下有矿脉 ,率役围捕 ,辱及妇女 ,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 ,其酷虐如此。帝纵不问 。自

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 ,诸 所进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 ,群小藉势诛索 ,不啻倍蓰 ,民不

聊生 。(《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五》)

自矿税使出 ,而民间苦更甚 。 ……诸中使衔命而出 ,所随奸徒 ,动已千百。 ……

盖近日神奸有二:其一工伺上意 ,具有成奏 ,假武弁上之;其一务剥小民 ,画有成谋 ,假

中官行之。运机如鬼域 ,取财尽锱铢。 ……至于富民 ,更蒙毒害:或陷以漏税窃矿 ,或

诬之贩盐盗木。布成诡计 ,声势赫然 。及其得财 ,寂然无事……(《明史》卷二百十六

《冯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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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不论是流氓阶层空前显赫的地位 、庞大的人数(“诸中使衔命而出 ,所随奸徒 ,动已千

百”),还是骗术的日益诡诈(“神奸” 、“运机如鬼域”),都是最直接以疯狂专制贪欲所招徕的为

虎作伥为前提。

由于专制社会权力欲望的向下的层层辐射 ,对流氓阶层的利用当然不会仅仅限于牟取皇

权利益范围之内;相反 ,这种掠夺方式必然要以极大的势能向整个权力体系示范 。例如早在景

泰年间 ,得宠的宦官集团网罗流氓为自己疯狂谋私的方式 ,简直就与率兽食人无异:

　　内官家积金银珠玉 ,累室兼 ,从何而至 ? 非内盗府藏 ,则外 民膏。害一也 。

怙势矜宠 ,占公侯邸舍 ,兴作工役 ,劳扰军民。害二也。家人外亲 ,皆市井无籍之子 ,

纵横豪悍 ,任意作奸 ,纳粟补官 ,贵贱淆杂 。害三也 。(《明史》卷一百六十四《聊让传》

附《华敏传》)

又如权臣严嵩父于不仅贪赃狼藉 ,而且“又以无赖之子 ,窃威助恶”(《明史》卷二百十《董传策

传》)。所以这种利用专制权力而麇集黑白两道的势力双管齐下地 剥民脂民膏 ,成为明代社

会的一大特征。

与上述权臣和势要阶层对流氓的依凭利用相互呼应的是:明代从中央到州县等基层行政

衙门中各级吏胥的流氓化 ,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由于中国传统君权制度的性质所决定 ,吏

胥的流氓化发端很早 ,比如在南北朝时就有“久吏奸滑”的说法(《北齐书》卷三十五《裴让之

传》),但是这种久已存在的趋势在明代日益高度恶性化 ,却有着直接的现实原因。这首先是 ,

明代皇权为了维护自己极端的专权而另设一整套凌驾于常规国家机器的司法和特务衙门(锦

衣卫 、东西厂等等),因此在明代的司法实际中 ,法外有法 ,刑外有刑 、权势者可以为所欲为 、横

行不法就成了一种制度性的通例 ,而这套法外法的实行所依藉的基本工具 ,正是充分流氓化 、

特务化了的大批奸吏:“奸吏 法 ,任意轻重 。 ……英 、宪以后 ,钦恤之意微 ,侦伺之风炽 ,巨恶

大憝 ,案如山积 ,而旨从中下 ,纵之不问;或本无死理 ,而片纸付诏狱 ,为祸尤烈。”(《明史》卷九

十三《刑法志一》)据记载 ,崇祯时东厂奸吏专门以搜捕盗贼为名肆意敲诈无辜———他们酷刑逼

迫被害者诬陷攀扯有钱人 ,待将其财产轧光以后再层层呈报捏造出罪名 ,三四天之内就将其处

死灭口 。而这些恶行甚至连刑部也绝对不敢过问 ,所以某进士记述自己初为刑部给事中时敦

请长官平反冤狱 ,得到的回答却是:“惨然曰 :̀不敢 。' 予曰 :̀何也 ?' 对曰 :̀天下有一介不取之

官 ,而无一介不取之吏。若一翻厂招 ,异日借题罗织 ,官吏并命矣 !' ”(李清:《三垣笔记·上·崇

祯》)其次 ,由于士大夫阶层的长期溺于科举时文而疏于田赋刑名等经世之能 ,所以从中央到州

县政务的实际运作往往要依靠那些世代为胥吏的衙役 ,至万历时甚至形成“坐堂皇者如傀儡在

牵丝之手 ,提东则东 ,提西则西”(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这种官员受胥吏操纵的局

面 ,于是形成数量庞大 、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操作各级权力体系的胥吏阶层。由于明代科学制度

的限制 ,胥吏绝少有机会升任府县长官① ,而当时政治环境又随处充满着专制权力的膨胀欲

望 ,所以胥吏阶层积郁的巨大政治能量 ,就只能完全转化为利用他们手中的司法权力而千方百

计欺诈掠夺社会弱势群体的“职业禀赋” 。又由于胥吏多出身于游民阶层而与流氓文化具有天

然的联系 ,所以明代胥吏政治的流氓化就成为这个阶层整体性的行为特征 。

从明代通俗文学中 ,可以经常看到对那些专靠吃衙门饭谋生的流氓地痞的描写 ,以及对他

们为非作歹的的憎恶和无奈 ,比如《醒世恒言·李玉英狱中讼冤》:“(焦榕)专在各衙门打干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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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油里滑的光棍” ;又如《禅真逸史》第六回:“老妪有一兄弟 ,是本县罢吏 ,人不能及:第一件 ,

一张好口 ,能言善辩;第二件 ,一幅呆胆 ,不怕生死;第三件 ,两只铁腿 ,不惧竹片 。是衙门人取

他一个诨名 ,叫做曾三绝 。”更典型的例子 ,比如《醒世恒言·张廷秀逃生救父》中 ,对某图谋霸占

家财者如何通过勾结县衙中“做公的”而诬陷杀害无辜亲眷的过程有详细叙述:

　　只见做公的东一堆 ,西一簇 ,好生热闹。 ……(赵昂)举一举手道:“老者可晓得的

巡捕杨洪住在何处?”那公差答道:“可是杨黑心麽 ?他住在乌鹊桥巷内 。”……赵昂开

言低低道:“此来相烦 ,不为别事。因有个雠家 ,欲要在兄身上 ,分付个强盗扳他 ,了其

性命 ,出这口恶气。”便摸出银子来 ,放在桌上 , ……自古道:公人见钱 ,犹如苍蝇见血 。

那杨洪见了雪白的一大包银子 ,怎不动火 ! ……道:“这样不打紧 ,前日刚拿住五个强

盗 , ……待我分付了 ,叫他当堂招出 ,包你稳问他个死罪 。那时就狱中结果他的性命 ,

易如反掌。”

无数类似恶行的积累 ,使胥吏阶层“窟穴其中”以欺诈百姓甚至欺诈各级官员成为明代政治的

一大弊端(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之八“胥吏”条)。

还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明代中后期流氓文化的泛滥在得到政治体制上述自上而下推动的

同时 ,又得到了自下而上的鼓荡 。威尔海姆·赖希 、弗罗姆等西方政治学家对现代专制主义政

治体制之下国民心理的研究发现:在集权体制强大的压迫之下 ,底层人物的心理具有相反相成

的两个基本的侧面 ,其一是对政治权威的极端畏惧 ,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自我个性的强烈抑

制;其二 ,则是底层人物对专制权威的渴望———普遍热切地希望通过获得和加盟于专制权威 ,

而改变自己长期以来卑微的地位和屈辱的命运。威尔海姆·赖希将这种心理称为“权威主义性

格”(赖希 , 1990;弗罗姆 , 1988)。上述结论虽然是对现代专制政体而言 ,但是无疑也对我们考

察明代社会这专制政体的传统形态提供了启示。

与这一理论给予我们的借鉴相似的另一启发 ,是存在主义哲学对荒诞社会以及其中底层

人物命运的分析 ,比如俄国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名作《罪与罚》中深刻描写了在沙皇制

度中贫困潦倒 、走投无路的大学生拉斯克尼克夫 ,因为谋杀了一个专门靠压价收买典当底层人

们财物的老婆子而沦为罪犯的过程 。陀氏详细描写了强烈地驱动拉斯克尼克夫犯罪的心理原

型 ,这就是这个潦倒的小人物对拿破仑式赫赫威权的渴望———拉斯克尼克夫梦寐以求地要成

为拿破仑式的人物 ,而这个梦想唯一的目的在于证明自己不是天生的贱民和蚁虫 ,证明他还可

以居高临下地藐视那个屡屡欺凌自己的老太婆:“在生命的权衡上讲 ,那个又愚蠢 、又乖戾 、又

有痨病的老太婆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呢! 不过是一个虱子 、一个黑甲虫的生命罢了。”(陀思妥耶

夫斯基 ,1980:77)存在主义哲学对于陀氏描写的荒诞社会中底层人物在权威主义压迫下发生

的这种心灵扭曲予以了充分的重视 ,指出:

　　(拉斯克尼克夫)杀人是为了证明自己不跟其他普通人一样是个虱子。 ……拉斯

克尼克夫的杀人是出于不安与脆弱 ,不是出于权力过剩:他杀人是因为他十分恐惧自

己是个无名小卒 。而实际上他是无名小卒! (威廉·白瑞德 ,1988:137)

可见 ,专制社会中被压迫者“权威性格”的两重性(一方面极端地畏惧权威 ,而同时却又渴望通

过得到专制权力而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是一个有着深刻内涵的文化命题。

纵观明代政治史 ,可以立刻看到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皇权专制的极端化形成的强大势能

通过一层层结构井然的宗法等级 ,而将“权威性格”逐级灌输普及下去 ,直到越来越充分地笼盖

了整个社会 ,从而形成了一种上下一体而又极其强大的“社会性格” 。由于这种社会性格的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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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熟 ,所以人们一方面在专制权威面前唯恐恭顺不及 ,而另一方面却又都千方百计攫取和利

用专制权力以为自己生存之必需。这方面例子比比皆是 ,比如权相严嵩在皇权面前随时表现

出极端雌伏谄媚的奴妾性格:“无他才略 ,惟一意媚上 ,窃权罔利” ;然而另一方面 ,他又充满了

高度亢奋的权力欲望:“时嵩年六十余矣 ,精爽溢发 ,不异少壮 ,朝夕直西苑板房 ,未尝一归洗

沐 ,帝益谓嵩勤 。 ……吏部尚书许赞 、礼部尚书张碧同入阁 ,皆不预闻票拟事 ,政事一归嵩。”

(《明史》卷三百八《严嵩传》)

在这种极端“权威主义”的环境中 ,使流氓阶层和流氓文化得以充分膨胀的更为广泛路径 ,

就在于越来越多的下层国民努力使自己流氓化 ,并由此获得依附于专制权力的资格。专制体

制下的国民一方面时刻痛感被压迫的苦难 ,而另一方面又越来越热切地希望通过加入专制权

力体制而使自己摆脱被压迫的命运;这一规律在明代流氓阶层和流氓文化的膨胀方式上非常

突出地表现了出来 ,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成千上万的人们争相充当流氓打手 ,以获得在矿监税

使手下为虎作伥的资格:

　　(万历时)中官遍天下 ,非领税即领矿 ,驱胁官吏 ,务 削焉。 ……或征市舶 ,或征

店税 ,或专领税务 ,或兼领开采 。奸民纳贿于中官 ,辄给指挥千户札 ,用为爪牙。(《明

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五》)

矿税使四出 , ……诸阉益横 ,所至剽夺 , 污人妇女 。四方无赖奸人 起言利 。

……(温)纯又抗言:“税使窃弄陛下威福以十计 ,参随凭藉税使声势以百计 ,地方奸民

窜身为参随爪牙以万计。宇内生灵困于水旱 ,困于采办 、营运 、转输 ,既嚣然丧其乐生

之心 ,安能复胜此千万虎狼耶 ! “(《明史》卷二百二十《温纯传》)

这种普遍风尚在当时通俗小说对世情的描写中更有无数例子 ,比如《金瓶梅》中写西门庆找了

两个平日受他恩惠的地痞光棍(“草里蛇鲁华” 、“过街鼠张胜”)去毒打敲诈太医蒋竹山 ,两个人

领命之后 ,一面赶忙表示对西门庆这权势赫赫的“市井棍徒”之感激 ,另一方面更谋划着通过这

次充当流氓走狗的效忠而进一步得到进入官府去做打手的资格:

　　(两人)一面接了银子 ,扒到地下磕了头 ,说道:“你老人家只顾家里坐着 ,不消两

日 ,管情稳 教你笑一声(王毅注:指办妥西门庆交办的事)。”张胜道:“只望大官人

到明日 ,把小人送与提刑夏老爷那里答应 ,就勾小人了 。”西门庆道:“这个不打紧 。”后

来 ,西门庆果然把张胜送在守备府 ,做了个亲随。(《金瓶梅》第十九回《草里蛇逻打蒋

竹山 李瓶儿情感西门庆》)

这类事例清楚地说明 ,明代流氓势力的膨胀是明代政治日趋专制腐败的直接结果。在不可遏

制的疯狂力量的驱动之下 ,万历前后流氓阶层的恶性膨胀已经成了整个社会上下呼应 、相互激

荡的浊流 。很显然 ,这种罪恶气息与日狂增的局面在中国流氓长期的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

而在了解了这一趋向的前提下 ,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分析流氓文化在明代中后期社会中的普

遍意义了 。

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曾针对君主专制制度对当时整个社会的道德的腐蚀机制说:“谁认为

绝对权力能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 ,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历史 ,就

会相信适得其反 。”(洛克 ,1964:56)而明代的社会文化和社会风尚 ,就恰恰为这一判断提供了

更有力的证据———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一种崇尚统治者绝对权力的社会中 ,特别是在一个将

这种罪恶的崇尚灌输到社会每一角落的社会形态中 ,流氓文化等等社会的“劣根性”如何必然

伴随着这种主导势能而在全社会泛滥起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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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明代社会流氓欺诈行为及其表现的流氓文化举隅

由于正统史学在很大程度上的有意遮蔽了社会史的真实面貌 ,所以人们不容易从中看到

明代流氓文化的完整状况;但是这些内容在文化理念与正统史学分途的通俗文艺中 ,却有着相

当丰富的反映 ,所以本节从“三言二拍”等明人编撰小说集中钩稽出关于社会史的材料 ,以说明

流氓文化在宋元以后的演变脉络以及在明代全面恶性膨胀的具体状况。

流氓在中国历史中是一种具有久远传统和深刻成因的社会构成 ,比如早在五代 ,流氓通过

结伙而积蓄势力 ,最终靠发动政治和军事动乱而成为地方诸侯 ,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五代十

国时期各种称号的政权 ,基本上全由来自社会底层的流氓团伙首领或骨干所建立并掌握 。

……流氓头子称帝称王 ,团伙骨干自然就出将入相 。”(完颜绍元 ,1993:113-114)不过 ,流氓文

化的内涵在宋代以后发生了关键的变化:

　　(秦汉以来的流氓聚成寇盗的组织方式)到了唐末五代时 ,更演成团伙广结恶贯

天下的空前严重局面 。但是宋元之后 ,这些类型日益萎缩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统称

为“闲汉” 、“破落户” 、“不成子弟”的各种帮闲类型 ,以出乎寻常的速度急剧膨胀起来 ,

并逐渐成为宋金元社会的流氓主体 。其二 ,成份构成的变化 ,相应地引带起流氓行为

类型比例的改变 。最引人注日的是直接构成对封建国家统治威胁的行为明显减少

了 ,汉唐时代那种流氓结伙向官吏袭击 、乃至卷入中上层政治斗争漩涡的事情 ,宋元

时代渐成鲜闻。其次 ,向着封建法典发起正面冲击 、极易引发封建统治秩序动荡的恶

性流氓行为也明显减少了 ,比如掠卖人口 、绑票杀人 、团伙抢劫 、武装走私以及大规模

地盗铸伪币这些事 ,宋元时代的发生量远较此前为少 ,相反奸骗 、讹诈 、乞赖 、放刁等

各种巧取型或者叫做软性流氓行为出现激增现象 。(完颜绍元 , 1993:127)

洞察上述变化的原因 ,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流氓阶层与政治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 ,以及明代流氓

阶层的基本特点都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在笔者看来 ,这种变化显然是君权统治下的中国传统

政治制度高度成熟以后 ,流氓阶层这种以往的“反文化”因素的存在和发展 ,只能日益在整体范

围上依靠和适应主流权力社会的结果。而这种根本性的趋向 ,当然会对宋元时代 ,特别是明代

的流氓文化产生决定的影响。

宋元以后流氓阶层的主要生存方式 ,转变为附赘于现行权力制度的前提下 ,在社会缝隙中

依靠诈骗和欺凌社会弱势群体而谋食 ,这一趋势在通俗文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具体说来 ,

宋元小说《郑节使立功神臂弓》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史弘肇龙虎君臣会》等等描写五代时期

流氓人物集结成为军事集团 、进而发迹变态 、称帝为王的故事模式当然不可能延续下去;然而

彼消此长的是:关于社会欺诈的故事数量却变得十分可观 ,所描写的流氓手段之诡诈凶恶 ,也

越来越让人瞠目结舌 。

粗略地分析 ,明代小说集中有关流氓文化的故事至少可以分成两类 ,即:追述宋代市井中

流氓阶层欺诈行为的故事与关于明代专制权力辐射下流氓文化的高度恶性化的故事 。而比较

两代的区别对于我们认识流氓文化至明代的特点十分必要 。

上文提到 ,许多宋人笔记中就已经详细记述了当时流氓阶层麇集于市井 、依靠各种诡谲手

段而诈骗牟利的情况 ,“三言”中辑录的表现这类内容的宋元小说 ,有《古今小说》中的《简帖僧

巧骗皇甫妻》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等。《简帖僧巧骗皇甫妻》一篇描写

一原本偷盗成性的和尚看中皇甫松的妻子 ,遂设骗局离间皇甫夫妻。待皇甫松中计休妻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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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遂串通一个婆子 ,将皇甫妻据为己有 ,最后骗局败露的故事;《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则写老

鸨与妓女合伙假装良善 ,寻访富户傍居借住 ,伺机以女色诱其上钩而捞取钱财。小说中虽然说

这伙骗子“圈套都安排停当 ,漏将入来 ,不由你不落水。 ……不止陷了一个汉子” ,但其骗局手

法仍然比较简单 ,并没有大的曲折 ,行骗规模也只是局限在一家普通妓女的交往范围之内 ,与

前引《武林旧事》中所述南宋时流行的“美人局(以娼优为姬妾 ,诱引少年为事)”相比 ,气派还要

小得多。总之 ,从宋元时代的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到 ,流氓欺诈在当时虽然已经成为市井生活中

的重要内容 ,但是远未臻于充分发达的程度。

而在明代成篇的有关流氓文化的故事中 ,就往往已经不是一般地描写流氓阶层欺压良善

的种种劣迹 ,而是充分反映了在明代专制权力“黑洞化”的总体形势下 ,专制权力与流氓阶层流

氓文化相互结合的趋向 ,以及这种趋向带来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恶性化的社会结果 。这

类例子很多 ,比如《醒世恒言》中《灌园叟晚逢仙女》这篇借前代名义以敷陈时事的故事① ,就写

一衙内的赫赫威势:

　　却说城中有一人姓张 ,名委 ,原是个宦家子弟 ,为人奸狡诡谲 ,残忍刻薄 。恃了势

力 ,专一欺邻吓舍 ,扎害良善。触着他的 ,风波立至 ,必要弄得那人家破家荡产 ,方才

罢手。手下一班如狼似虎的奴仆 ,又有几个助恶的无赖子弟 ,日夜合做一块 ,到处闯

祸生灾 ,受其害者无数 。不想却遇了一个又狠似他的 ,轻轻捉去 ,打得个臭死 。及至

告到官司 ,又被那人弄了些手脚 ,反问输了。因妆了幌子 ,自觉无颜 ,带了四五个家

人 ,同那一班恶少 ,暂在庄上遣闷……

这段故事不仅写出张委这样的官宦子弟如何的与“一班恶少”完全结成一体 ,而且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如此横行不法的人物竟然又被更加流氓化的权势者“轻轻捉去 ,打得个臭死” ,接着更

让他在官司上大大吃了个哑巴亏。由此可见:当时政治的流氓化程度 ,已经成为权势者趋之若

鹜的基本方向。故事以下写因在官司上吃了大亏而郁闷在心的张委见到灌园叟秋公花园内繁

花似锦 ,立刻欲霸为己有 ,因遇到秋公的反抗 ,遂将所有花木尽皆打坏 ,后又诬陷秋公为妖人 ,

并借官府的势力将秋公捉拿入狱 ,意欲置秋公于死地之后借机霸占此园等等越加恶毒的行径 ,

而他委派到衙门中具体操办此事的走狗张霸“是张委手下第一出尖的人 ,衙门情熟 ,故此用

他。”

总之 ,这个故事非常具体地写出在明代这样的权力高度畸形的社会形态中 ,人们所受到的

专制权力的压力是如何通过中介阶层的放大和恶性化处理以后 ,逐级向底层更加弱势群体转

嫁的总体趋向;而充分地利用流氓 ,就是权力体系之中每个中间阶层进行这种放大和恶性化处

理所必需的手段 。

与明代作者借前代故事原型而加工发挥的例子相比 ,另外一些直接描写明代社会风尚以

及欺诈犯罪 、黑社会势力与专制权力关系的篇章 ,则更直接地反映出当时流氓文化的面目 。先

来看一个很小的片段:《古今小说·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中写严嵩父子杀害了沈 之后 ,又捉拿

其子沈襄并指使公差在押解的途中伺机将其杀害。上路后公差张千 ,李万威风凛凛 , “做出嘴

脸来 ,呼幺喝六” ,并且渐渐露出杀机。不想沈襄在其侍妾帮助下巧妙逃生 ,只留下张千 、李万

顶缸被拘。结果这两个失势的衙役从看守他们的民丁那里饱受的 ,同样是昔日自己屡施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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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那套恶行:

　　张千 、李万一条铁链锁着 ,四名民壮轮番监押 。带得几两盘缠 ,都被民壮搜去 ,为

酒食之费;一把倭刀也当酒吃了 。 ……一连比了十数限 ,不知打了多少竹批 ,打得爬

走不动。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民壮”尽管平日备受官府欺诈徭役之苦 ,但是一旦遇到哪怕是极小的机

会 ,也依然像一群争抢残羹的残忍秃鹫一样扑向专制权力的猎物 。

而从一些长篇描述中 ,我们对明代流氓文化当然可以有更清晰得多的了解 。比如《二刻拍

案惊奇》中的《青楼市探人踪红花场假鬼闹》就是让人惊心动魄的一篇。故事开头就以对当时

官僚阶层诡诈心性的描写而领起全篇:

　　更有一等狠心肠的人 ,偏要从家门首打墙脚起:诈害亲戚 ,侵占乡里 ,受投献 ,窝

盗贼 ,无风起浪 ,没屋架屋;把一个地方搅得齑菜不宁 ,人人惧惮 ,个个收敛 ,怕生出衅

端撞在他网里了 。 ……有诗为证:恶人心性自天生 ,慢道多因习染成。用尽凶谋如翅

虎 ,岂知有日贯为盈 !

故事的内容是明代社会中一个典型的利用黑白两道势力而以黑吃黑 、多重欺诈的例子:云南一

姓张的禀生“学业尽通 ,考试每列高等 ,一时成为名士” ,然而这饱读圣贤书的名士最热衷的却

是:“日夕算计 ,结交官府 ,只要父亲一倒头 ,便思量摆布这庶母幼弟 ,占他家业。”他如此行径的

结果 ,是被庶弟 、寡母到堂堂进士出身的杨巡道府衙告了一状 。没想到事情一入官府 ,更是无

穷黑幕:

　　张廪生见杨巡道准了状 ,也老大吃惊。你道为何吃惊 ?盖因这巡道又贪又酷 ,

……除了银子再无医药的 ,有名叫做杨疯子 ,是惹不得的意思。 ……张廪生世事熟

透 ,便寻个巡道梯己过龙之人与他暗地打个关节 ,许下他五百两买心红的公价 ,巡道

依允 。只要现过采 ,包管停当;若有不妥 ,不动分文 。张廪生只得将出三百两现银 ,嵌

宝金壶一把 ,镂丝金首饰一幅 ,精工巧丽 ,价值颇多 ,权当二百两 ,他日备银取赎 ,要过

龙的写了议单 ,又讨了个许赎执照 ,只要府县申文上来 ,批个像意批语 ,永杜断兄弟之

患 ,目下先准一诉词为信。若不应验 ,原物归还。要廪生又换了小服 ,随着过龙的到

私衙门首 ,当面交割 。四目相视 ,各自心照。张廪生自道算无遗策 ,只费五百金 ,巨万

家事一人独享 ,岂不是九牛去得一毛 ,老大的便宜了 ,喜之不胜。

这段描写中值得注意的 ,不仅是张廪生为了刻薄庶弟寡母 、独吞家财而行贿官府 ,更重要的是:

张廪生为了霸占家财而与官府之间进行的这种权钱交易不仅完全肆无忌惮 ,而且已经充分程

序化 ———首先是有专门为官僚受贿而延揽黑幕生意的掮客(这让人联想起严嵩门下充当“交通

赃贿”之专职掮客者 ,竟然多达百余人①)牵线搭桥 ,其次 ,贪官舞弊时不费吹灰之力即可将一

切关节安排停当 ,这表现出权钱交易的高度熟练以及运作方式 、运作渠道的高度成熟;再次 ,在

权钱交易中投入与产出之间巨大的差额(行贿者“只费五百金 ,巨万家事一人独享”)说明从事

这种交易者的贪欲已经达到非常骇人的程度 ,这当然会反过来极大地刺激整个社会对之的向

心 、刺激交易和欺诈的规模以几何级数增长;最后 ,贿赂的成交方式和成交价格被冠之以“买心

红的公价”这样的名目 ,说明这种行为的价值准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通行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尺

度! 如果联想到这位杨巡道的进士出身 ,就更能够说明当时社会价值尺度的极端畸形和变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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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上述以欺诈为目的的所有勾当不过是黑幕的开始 ,而真正的骇人听闻的事情还在后

面:张廪生求杨巡道“准了诉状下去” ,以为万事皆定 ,不想杨巡道因为“贪声大著”而被上司停

了现任职务并给以“冠带闲住”的处罚 ,于是只得带着家眷回四川新都县原籍 ,临走时也不曾交

还自己所受张廪生的财物 。后来张廪生为了自己这五百两银子 ,赶到四川杨巡道家中追讨 ,不

想杨巡道回家后凶焰更著:他一是终日盘算着 ,要将自己病故兄弟留给弟媳和侄子的一份家财

据为己有 ,二是他公然养了一批强盗在家 ,替自己劫财聚富:

　　(杨巡道在兄弟死后)心里思量:“二房好一分家当 !不过留得这一个黄毛小厮 ,

若断送了他 ,这家当怕不是我一个的 。”欲待暗地下手 ,怎当得这家母子关门闭户 ,轻

易不来他家走动 。想到:“我若用毒药之类暗算了他 ,外人必竟知道是我 ,须瞒不过 ,

亦且急忙不得其便。若纠合强盗劫了他家 ,害了性命 ,我还好瞒生人眼 ,说假公道话 ,

只把失盗做推头 ,谁人好说出我 。总是不害得他性命 ,劫得家私一空 ,也只当是了。”

他一向私下养着剧盗三十余人 ,在外庄听用。但是掳掠得来的 ,与他平分。若有一二

处做将出来 ,他就出身包揽遮护 。官府晓得他刁 ,公人怕他的势 ,没个敢正眼觑他 。

但有心上不像意或是眼里动了火的人家 ,公然叫这些人去挪了来庄里分了。弄得久

惯 ,不在心上……

这段描写不仅叙述了杨巡道的惊人势焰以及他亲自豢养和指使强盗杀人放火的恶行 ,而且更

叙述了他欺诈亲友乡里的流氓方式 ———一面在说着“假公道话” ,而同时又依仗黑白两道的势

力而无恶不作。结果 ,满心打算讨回资财的张廪生到了杨巡道家里 ,被他假意盛情款待时用酒

灌醉 ,连夜送到庄子上命众强盗轻而易举将其主仆五人一起杀死 ,然后埋尸灭迹 。故事又写张

廪生的两个儿子到杨巡道家乡寻访父亲时 ,路人对其说起杨巡道威势时的胆战心惊:

　　两个秀才坐定 ,问店主人道:“此间有个杨佥事 ,住在何处 ? “店主人伸伸舌头:

“这人不是好惹的 ,你远来的人 ,有甚要紧 ,没事问他怎么?”两个秀才道:“问声何妨 ,

怎便这样怕他?”店主人道:“他轻则官司害你 ,重则强盗劫你。若是远来的人冲撞了

他 ,好歹就结果了性命。” ……两个秀才情知是他父亲被害了 ,不敢声张 ,暗暗叫苦 ,一

夜无眠。次日到街上往来察听 ,三三两两几处说来 ,一般无二。两人背地里痛哭了一

场 ,思量在彼发觉 ,恐怕反遭网罗。亦且乡宦势头 ,小可衙门奈何不得他。

又写事发之后 ,连衙门中的两个受命调查案情的承差 ,都对提刑按察使诉说自己承办此案后的

心存恐惧 ,以及地方衙门以前对杨巡道深深惧怕的原因:

　　此宦之恶 ,播满一乡。若是晓得上司寻他不是 ,他必竟先去下手 ,非同小可 。就

是小的每往彼体访 ,若认得是衙门人役 ,惹起疑心 ,祸不可测 !

可见当时这种兼黑白两道权势的官僚之横行不法 ,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又比如 ,明代中

期以后吏治的极端腐败 ,几乎整个官僚体制从上到下的运行都只能以行贿受贿为基本的润滑

剂 ,典型的例子比如:嘉靖时两广提督殷正茂“性贪 ,岁受属吏金万计” ,但举朝上下竟然都堂而

皇之地这样评价他:“大学士高拱曰:“`吾捐百万金予(殷)正茂 ,纵乾没者半 ,然事可立办 。' 时

以(高)拱为善用人。”(《明史》卷二百二十二《殷正茂传》)在这种贪污行贿风行的环境中 ,借此

为机缘而欺诈世人的骗子们于是如鱼得水 、大行其道 ,其骗术之诡诈则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比

如而冯梦龙在其《智囊补》中就曾详细记述了万历后期发生在苏州的一个骗局:有一对徽州的

叔侄因为争夺坟地而打官司 ,几年都没有结果 。侄子于是通过地方衙门中官员的指点 ,而欲到

抚台衙门处打通关系 ,正在此时 ,有一贵公子衣冠甚伟 、仆从如云 ,寄寓与阊门之外 ,据说是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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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大人① 的年侄 。徽侄闻讯 ,即往拜谒 ,并言及与叔叔打官司的事 ,贵公子满口答应在抚台大

人面前帮他打赢官司 ,并议定事成之后谢银的数目 。到了约定的那天 ,贵公子穿着官服 ,将徽

侄的状纸装在自己袖子里 ,昂然进了抚台之门 ,徽侄留在门外窥伺。一会儿 ,听府内人说公事

已毕之后 ,大门就关上了 。徽侄暗想 ,这一定是抚台大人留下年侄 ,正在设宴款待他 ,而向门役

打听 ,却都茫然无知 。直到晚上 ,门才又大开 ,贵公子满面酒气 ,在人群中一副得意扬扬的神色

而走了出来 ,告知巡抚大人相待甚厚 ,官司的事已经如愿以偿 。到了徽侄的寓所 ,贵公子从袖

子中拿出文书 ,只见官印赫然印在上面 。徽侄一见 ,大喜过望 ,于是按照事前说好的数目将酬

金付与贵公子。不想第二天从贵公子那里传来消息说公文是伪造的 ,徽侄闻讯急忙赶到贵公

子寓所问个究竟 ,却被贵公子反咬一口 ,说是他伪造了官府印信和批文 ,要将他出首送官 。徽

侄大恐 ,只好又送上几十两银子求得假公子息事宁人 ———原来这是一个一贯装扮成显宦家公

子行骗的流氓 ,而当时正有一位会魁谒见巡抚 ,假公子遂乘机混入府中 ,潜匿于院内土地堂中 ,

别人来不及查点来客 ,也就关上了大门 。假公子随身带了用酒制的米糕 ,在藏身之处吃完之

后 ,才在晚上衙门复开的时候乘闹带着一副醉饱之态而出。而他袖中用过官印的文书 ,当然更

是事先伪造好藏在身上的 。记述完这段事件 ,冯梦龙感叹道:“小人行险至此 ,亦可谓`神棍'

矣!”(《智囊补》卷二十七《杂智部·狡黠》)而这个骗局中 ,伪公子在初次得手以后故意露出马

脚 ,诱骗上当者上门 ,以便对他进行第二次敲诈等等恶上加恶的伎俩 ,也的确是前代流氓们不

敢想像的 。

除了上面已经介绍的内容以外 ,在明代社会史文献中可以随处看到的流氓文化的内容还

有:媒婆 、掮客 、破落户 、和尚道士 、闲汉地痞等流氓阶层中的人物或者与流氓阶层关系密切的

各色人物 ,谋划实施的诸如诈骗钱财 、奸人妻女 、拐卖人口 、搬弄诉讼 、引诱富家子弟堕落无行

并借机骗取其家产 ,甚至谋害他人性命的故事。在下面一小节的分析中 ,我们将进一步地说

明:底层社会这些五花八门的流氓文化如何与自上而下的明代专制政治相互呼应 ,共同推动着

整个社会伦理迅速坠入灭顶的深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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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者注:明代中期以后 ,皇权为了抑制地方权力 ,经常以院部大臣出任督抚 、巡抚等差 ,以驾于各省布政使 、都指挥
使 、提刑按察使之上。


